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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业强国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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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动农林企业更好地享有数字化转型红利，提升农林企业创新效率并实现农林企业共同富裕的带动作

用，以 2009—2020 年 235 个 A 股农林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基础，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

对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数字化转型与农林企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影响，适度水

平的数字化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超过一定临界点后，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负向影响创新效率；2）数字化转型通过倒

U 型曲线效应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影响了创新效率，促成了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3）企业高管的学术经历负向调节农林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基于上述结论，不仅企业和

高管团队要发挥能动作用，而且政府要加快农业新型基础设施和标准体系建设、加强政策针对性、完善数字化转型

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农业现代化助推农业强国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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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nterprises to better share the dividend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achieve the driving role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nterprise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35 A-shar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20， this study uses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impact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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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nterprises.  A moderate level of digitization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when the level goes beyond a certain critical point，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iz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2）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risk taking through the inverted U-shaped curve effect， thereby affecting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3）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nterprises.  

To sum up， not only should enterprises and executive teams play an active role， but al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standard system， strengthen the 

pertinence of policies，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ower.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nterprises； inverted 

U-shape； corporate executives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作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坚实

保障，创新是推动中国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

关键动能。农林业上市公司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

中流砥柱，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的能动作用

将直接对一国农业科技水平产生巨大推动作用［1］，

同时也是带动农村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

然而，相对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创新贡献而言，农林

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创新积

极性低、研发体量小等问题严重制约其创新效率的

提升［2］。根据《2022 中国涉农企业创新报告》①显

示，2021 年涉农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 2. 61%，且

有 75% 的企业不具备重点科研平台、57% 的企业没

有研发经费外部支出。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

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农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

迫在眉睫。

在新一轮的产业和技术革命中，数字经济的蓬

勃发展为中国农业强国建设带来了百年一遇的战

略契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具体

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利用信息、计算、通

信和连接等数字技术，对已有的服务流程、生产结

构、管理框架和运营模式等进行深度重构，最终提

升企业价值的过程［3］。现有研究肯定了企业数字化

转型带来的积极效果，如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资本

市场表现［4］，促进经营绩效［5］和创新绩效［6］，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7］和企业价值［8］。但部分学者认为数字

化转型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过程，在转型前期可能

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字化投入成本过

高、员工数字素养较低等问题［9］，即“数字化转型阵

痛期”，该阶段之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驱动

作用才能显现，从而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曲

线。与之相反，另有研究认为随着数字化范围和要

素投入的增加，企业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也会随之

加大［10］，若企业无法驾驭数字化的发展模式，反而

会导致创新绩效被逐步削弱，从而呈现出先上升后

下降的倒 U 型曲线形状［11］。在农业数字化研究领

域，现有文献中有关数字化与农业创新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理论分析层面，如温涛等［12］认为数字经济与

农业农村经济的融合发展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以

及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为农业现代化创

建良好的创新环境。罗千峰等［13］指出现阶段农业

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技术仍不完善，较弱的创新

能力制约了数字技术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

应；谢康等［14］从数据要素视角发现农业数字化转型

关键在于将数据对创新的支撑作用转为驱动作用。

整体而言，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关系的研究仍存

在较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

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活动的线性关系，没有深入探究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双刃剑”作用，即可能存

在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数

字化转型与农业创新的研究多集中在农业理论分

析层面，对微观企业层面，如农林业上市公司的讨

论尚不深入也不充分。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2009—
2020 年 235 个农林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数字

化转型对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探讨企业风

险承担水平和企业高管的学术经历在其中发挥的

作用，以期为数字要素和农业生产发展的深度融合

奠定更加扎实的研究基础。

①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2 年 12 月发布 https://www.caas.cn//xwzx/mtxw/c457935486bd4cb78a2c0e54301186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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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1　数字化转型及农林企业创新效率

数字化转型对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

主要体现在以下 2 个方面。第一，数字化转型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林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首先，

数字技术可以将实体经济数据转化为可被监管机

构和金融机构进行风控管理的金融资产，如生物资

产浮动抵押贷款模式的推出，通过物联网系统的动

态监管、动态评估解决了以往活体养殖物无法被用

于银行抵押贷款的难题，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其

次，数字系统降低了传统借贷业务高昂的手续费，

并且简化了融资流程，有利于金融机构分析评估申

请企业资质 ，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错失融资机

会［15］。最后，数字技术的运用打破了传统组织边

界，减少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通信成本［16］，增

强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内源资金积累，有助于

将资源与企业创新项目的风险特征相互匹配，优化

了企业融资渠道的选择。第二，数字化转型为农林

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和创新模式，增强了创

新活动的动机。在生产要素方面，数据要素作为一

种具有高传播、易复制、强增值性、强外部性的新型

生产要素［17］，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不仅可以将原本非

书面化以及粘滞性的知识进行低成本或零成本复

制、储存、转移和共享，而且可以将自身价值转移到

新产品中，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成本优势。在组织

形态方面，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平台在采购、生

产、设计等环节中的快速传递和反馈机制，企业内

部的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能够打破

信息传输壁垒，促进知识、数据、技术和资源的跨部

门和跨企业流动［18］，逐渐增强的异质性知识扩散效

应拓宽了企业创新的广度。

然而，作为一项重构企业传统业务、管理、商业

和服务模式的变革活动，数字化转型往往潜伏着巨

大的不确定性［19］。当农林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

达到某一阈值后，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可能发

生转变。在转型范围方面，将由少数部门扩展到业

务中的所有领域，不仅导致组织架构、部门整合、人

才引进等多个方面的协调成本大大增加［20］，而且会

阻碍企业资源管理效率和增加信息内容使用的生

产成本，从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在融合

应用方面，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产品迭代更新速度

加快，单一产品和技术创新难以满足更加系统和复

杂的转型需求，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本将

数字技术进行融合应用，导致企业创新产出进程放

缓、直至创新效率下降。在人力资本方面，随着转

型重点从技术和设备层面向商业模式的转变，对企

业内部的技术人才、应用人才、管理人才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若员工技能无法满足数字化与原有生

产活动的匹配要求，则会导致企业创新意识和创新

活力不足［21］，最终阻碍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1：数字化转型与农林企业创新效率之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即适度水平的数字化有利于创新效

率提升，超过一定临界点后，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抑

制企业的创新效率。

1. 2　农林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

农林企业创新活动是一个长期的、充满不确定

性的过程，需要大量的研发费用投入且研发成果转

化周期长［22］。而风险承担水平反映的是企业在投

资决策时的风险偏好，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表明企

业越倾向于选择高风险和高收益的投资项目［23］。

现有研究认为，不确定性是企业超额利润产生的源

泉，作为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组织，企业的本

质在于承担风险，进而从不确定性中寻求获益机

会［24］。而具有较高风险承担水平的企业会迎合市

场需求主动探索创新机会，并且在学习新技术、获

取新知识以及整合资源过程中更具能动性以谋求

未来的高回报，从而激励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25］。

数字化转型与农林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可

能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一方面，关于

促进效应。首先，根据代理理论，企业管理层往往

比股东更具有风险规避动机，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

提升企业内外部信息的流转效率和协同水平，进而

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层基于个人利益而选

择保守决策、放弃高收益风险项目的偷懒行为［26］，

从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的动机。其次，基于数字模

型和算法分析的数字技术优化了企业在风险识别、

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 3 个方面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流

程，提高了对风险信息的处理和利用效率［27］，降低

了风险与收益的决策偏差概率，从而提升风险承担

水平。另一方面，关于抑制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

作为一个动态又复杂的战略变革，对内涉及企业重

构，对外涉及多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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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企业在战略层面、财务层面、

安全层面等方面面临的风险增加，有可能会因为变

革速度过快或幅度过大而面临风险失控［28］。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2：风险承担水平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农林企业

创新效率的重要路径。数字化转型通过倒 U 型曲线

效应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影响了创新效率，

促成了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1. 3　高管学术经历的调节机制分析

烙印理论指出，当个体置身于特定短暂敏感期

时，容易受到环境核心特征的影响，进而形成与之

相匹配的内在特质，这些特质在后续环境情境发生

重大变化后仍能持续存在，这就是烙印的形成过

程［29］。基于该理论，一方面，学术研究是利用专业

知识并采用严谨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的过程，帮助

管理者形成理性和细致的思考方式。具有学术经

历的管理者可以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和内在规律，

进而做出更加准确的决策。因此，当农林企业面临

系统性、重大和完全的数字化转型情况时，企业的

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变化，管理者在进行创新决

策时更倾向于选择稳健和保守的经营策略［30］，员工

可能会被限制在既定的框架内，抑制员工的创新思

维和行动，高管们试图找到一个完美的方案，而不

是采取逐步实施的策略。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可能

会导致企业无法及时抓住市场机遇或应对技术变

革，从而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积极作

用。另一方面，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具有探究表

象背后的科学规律、创造新知识的学术探究能力，

并且对市场需求具有高度的敏感性［31］，可以促进农

林企业与其他学术机构、研究组织和行业领先企业

的合作与交流，在积极吸收外部资源的同时有效整

合内部资源，高管团队将更倾向于支持创新与研发

投资决策，研发投入的提升进一步促进工艺水平的

升级和新产品开发［32］，从而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农林

企业创新效率的消极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3：高管学术经历负向调节农林企业数字化转

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图 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 1　数据来源

考虑到 2007 年新会计准则的变化以及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对实证结果产生的可能偏差影

响，本研究选择 2009—2020 年中国 A 股农林业上市

公司为研究对象，借鉴以往研究对农林企业的界

定，将农林牧渔业，以及产品为农林牧渔业所用、直

接使用农林牧渔业产品和依托农林牧渔业资源所

数字化转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促进（+）
Promote

促进（+）
Promote

抑制（− ）
Suppress

倒U型关系
 Inverted

U-shaped

缓解融资约束
Relieve financing 

constraints

增强创新动机
Enhance innovation 

motivation

风险承担水平
Risk-taking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创新效率
Innovation efficiency

高管学术经历
Executive academic experience

负向调节
Negative regulation

负向调节
Negative regulation

图 1　数字化转型与农林企业创新效率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nterprises

20



第  8 期 熊立春等： 建设农业强国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衍生出来的二三产业的企业视为农林企业［33］。上

市公司财务报表、公司专利、高管学术经历等数据

主要来源于 CSMAR①和 WIND 数据库②，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Ａ股上市农林企业的年度报告。城市层面的相

关经济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34］和《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35］。鉴于部分企业上市状态与行业

特征不符合研究要求，本研究对数据做出以下处

理：剔除被 ST 和退市等特殊处理的公司样本；剔除

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利用线性插值法对个别缺失

数据进行补全。最终得到了 235 家上市公司的

2 135 个观测值。此外，为避免异常值的干扰，本研

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双边 1% 缩尾处理，并在回

归中基于企业层面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稳健调整。

2. 2　变量选取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效率（ET）。创

新效率衡量的是创新资源的投入产出比，涉及创新

产出和创新投入 2 个方面。在创新产出方面，由于

中国专利涵盖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3 种

类型，而相比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

利所涵的技术水平较高且获取难度较大，实用性更

强，属于企业实质性创新。同时，考虑到企业从投

入创新资源到获得专利成果之间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借鉴权小锋等［36］的做法，采用第 t+1 年申请

且最终被授予的发明专利数量的对数值 ln（1+
PATt+1）与第 t 年的研发投入的对数值 ln（1+RDt）

之比衡量农林企业 i 第 t 年的创新效率。具体公式

如下：

ET i,t = ln ( )1 + PAT t + 1

ln ( )1 + RD t

(1)

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用企业数字

化水平（Dig）表示。如何准确量化企业数字化水平

是现阶段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其中，文本分析法由

于可以多角度且可比地反映出企业数字化水平的

差异，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已经成为衡量数字化

水平的主流方法［5，7-8］。因此，本研究使用 Python 软

件的爬虫功能收集整理农林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

在提取所有文本内容后，统计与“数字化转型”相关

的关键词的词频数量，最后用加一取对数后的值来

表示企业数字化水平。在关键词的选择上，参考

吴非等［4］构建的数字化转型结构化特征词图谱，包

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底层技术运

用和技术实践运用 2 个层面。

本研究机制变量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isk）。
由于农林企业的创新活动会受到自然条件影响，其

盈利波动性较大，因此本研究参考何瑛等［37］的方

法，采用 Roa 波动程度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盈

利波动性越大，说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其中

Roa 使 用 息 税 前 利 润（EBIT）与 年 末 总 资 产

（ASSET）的比值衡量。具体计算方法为，首先按照

二级行业的分类将 Roa 进行行业平均值调整，得到

Adj_ROA，接着以每 3 年（t 年至 t+2 年）作为一个

观测时段，分别滚动计算经行业调整后的 Adj_ROA
的标准差和极差，分别表示为 Risk1 和 Risk2。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Adj_Roa i,t = EBIT i,t

ASSET i,t
- 1

X ∑k = 1
X EBIT i,t

ASSET i,t
(2)

Risk1 i,t =

1
T - 1 ∑t = 1

T ( )Adj_Roa i,t - 1
T ∑t = 1

T Adj_Roa i,t

2

|T = 3 (3)

Risk2 i,t = Max (Adj_Roa i,t)- Min (Adj_Roa i,t)  (4)

本研究调节变量为高管学术经历（Aca）。借鉴

已有研究［38］，用高管团队内拥有学术经历的人数在

高管团队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高管学术经

历。其中，高管团队包括 CEO、董事长、总经理、

CFO、财务总监和财务负责人等，学术经历指曾在

或正在高校任教、科研机构任职或者协会从事科研

工作的经历。

本研究从企业、行业、城市层面选取控制变

量［39］。在企业层面，选择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

（Ag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企业

成 长 性（Gro）、托 宾 Q 值（Tobin）、董 事 会 规 模

（Board）、独 立 董 事 比 例（Indep）、股 权 集 中 度

（First）、机构持股比例（Inst）作为控制变量。在行

业层面，选择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来表示行业集中

度（HHI）。在城市层面，选择上市公司所在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Pgd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控

制变量，并将所有名义变量利用 GDP 平减指数调整

①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https://data.csmar.com/
②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wi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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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 2009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此外，本研究控制

了时间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其中行业划分使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中的二级行业

分类。

表 1 为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本

研究所选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均值为 0. 054，标准

差为 0. 078，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 365 和 0，表

明农林企业将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的效率普

遍较低；农林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均值为 1. 006，标准

差为 1. 008，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5. 011 和 0，表
明农林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存在不均衡性，部分企业

的数字化水平较高，而部分企业尚未开始数字化转

型。此外，进行 VIF 分析后发现各变量 VIF 值介于

1. 06~1. 91，均<10，均值为 1. 46，表明模型不存在

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2. 3　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化水平与农林企业创新效率之间

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在线性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

入数字化水平的平方项，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ET it = α0 + α1 Dig it + α2 Dig2
it + γControls ijct +

∑Year + ∑Ind + ∑Firm + εit (5)

式中： i、j、c、t 分别为上市公司、行业、城市以及年

份，ET it 为农林企业 i 第 t 年的创新效率，Dig it 为农

林企业 i 第 t 年的数字化水平，Dig2
it 为农林企业 i 第 t

年数字化水平的平方项，Controls ijct 为一系列企业层

面、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εit 为随机扰动

项。此外，为更加准确地识别出数字化水平对农林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Variable

创新效率  ET

数字化水平  Dig

风险承担水平  Risk

高管学术经历 Aca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龄  Age

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成长性  Gro

托宾 Q 值  Tobin

股权集中度  First

机构持股比例  Inst

董事会规模  Board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行业集中度  HHI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变量定义

Construction method

ln（1+PATt+1）/ln（1+RDt）

使用文本分析法计算得到

盈利波动程度（标准差）

盈利波动程度（极差）

拥有学术经历的人数/高管团队总人数

总资产的对数

企业成立年限的对数

净利润/总资产

总负债/总资产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

企业市场价值/企业重置成本

第一大股东持股×100%

机构持股数量/总股数

董事会人数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HHI 指数

城市人均 gdp 的对数

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对数

符号

Symbol

ET

Dig

Risk1

Risk2

Aca

Size

Age

Roa

Lev

Gro

Tobin

First

Inst

Board

Indep

HHI

Pgdp

Fdi

均值

Mean

0. 054

1. 006

0. 040

0. 070

0. 080

21. 931

2. 063

0. 047

0. 393

0. 538

2. 299

36. 480

0. 405

8. 504

0. 383

0. 274

11. 056

11. 418

标准差

SD

0. 078

1. 088

0. 041

0. 076

0. 134

1. 043

0. 896

0. 091

0. 226

0. 160

1. 588

14. 726

0. 243

1. 719

0. 064

0. 123

0. 654

1. 787

最小值

Min

0. 000

0. 000

0. 001

0. 001

0. 000

19. 241

0. 693

−1. 880

0. 027

0. 089

0. 472

4. 080

0. 000

4. 000

0. 143

0. 013

8. 357

2. 996

最大值

Max

0. 365

5. 011

0. 348

0. 671

0. 600

26. 086

3. 367

0. 526

4. 596

0. 956

22. 321

95. 950

0. 930

17. 000

0. 800

0. 789

13. 056

14.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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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研究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

应 Year、行业固定效应 Ind 和企业固定效应 Firm。

3　结果与分析

3. 1　数字化水平对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为验证数字化水平与农林企业创新效率间的

倒 U 型关系，本研究借鉴 Lind 等［40］的方法进行严

格检验。第一，要求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

系数显著为负。表 2 模型 1 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Dig）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α=0. 014，P<0. 01），其平方项（Dig2）显

著为负（α= − 0. 004，P<0. 01）。模型 2、3 和 4 为

分别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行业层面控制变量

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Dig 和 Dig2 的系

数与模型（1）一致，且都在 1% 水平下显著，满足

条件 1。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benchmark model

数字化水平

Dig

数字化平方项

Dig2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龄

Age

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成长性

Gro

托宾 Q 值

Tobin

股权集中度

First

机构持股比例

Inst

董事会规模

Board

0. 014***

（0. 005）

−0. 004***

（0. 001）

0. 014***

（0. 005）

−0. 004***

（0. 001）

−0. 004

（0. 005）

−0. 008

（0. 006）

−0. 031*

（0. 017）

0. 005

（0. 009）

0. 004

（0. 020）

−0. 001

（0. 001）

−0. 001***

（0. 000）

0. 020*

（0. 011）

0. 001

（0. 002）

0. 014***

（0. 005）

−0. 004***

（0. 001）

−0. 004

（0. 005）

−0. 008

（0. 007）

−0. 030*

（0. 016）

0. 005

（0. 009）

0. 004

（0. 020）

−0. 001

（0. 001）

−0. 001***

（0. 000）

0. 020*

（0. 012）

0. 001

（0. 002）

0. 013***

（0. 005）

−0. 004***

（0. 001）

−0. 004

（0. 005）

−0. 008

（0. 007）

−0. 030*

（0. 016）

0. 005

（0. 009）

0. 003

（0. 020）

−0. 001

（0. 001）

−0. 001***

（0. 000）

0. 020*

（0. 011）

0. 000

（0. 002）

变量

Variable

创新效率  ET

模型 1
Model 1

模型 2
Model 2

模型 3
Model

模型 4
Mod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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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行业集中度

HHI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常数项

_cons

时间效应  Year

行业效应  Industry

企业效应  Firm

R2

样本量  N

−0. 049

（0. 044）

控制

控制

控制

0. 112

2 135

−0. 019

（0. 048）

0. 088

（0. 121）

控制

控制

控制

0. 130

2 135

−0. 019

（0. 047）

0. 014

（0. 014）

0. 080

（0. 120）

控制

控制

控制

0. 130

2 135

−0. 022

（0. 049）

0. 014

（0. 014）

0. 013**

（0. 006）

−0. 001

（0. 003）

−0. 038

（0. 139）

控制

控制

控制

0. 132

2 135

表 2（续）

变量

Variable

创新效率  ET

模型 1
Model 1

模型 2
Model 2

模型 3
Model

模型 4
Model 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若无特殊说明，下同。

模型 1~4 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Note：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t at the 10%， 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robust standard error of 
clustering to the enterprise level is shown in parenthese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the same applies below.  
Model 1 to 4 show the regression results with no control variables added， enterprise level control variables added， 
enterprise and industry-level control variables added， and enterprise， industry， and city-level control variables 
added， respectively.

第二，对于倒 U 型关系，曲线左右端点处要明

显陡峭，当 Dig 取最小值 Digmin 时曲线斜率为正，当

Dig 取最大值 Digmax时曲线斜率为负。第三，拐点值

在样本数据的取值范围内。表 3 结果表明，模型 1~
4 的结果均满足条件 2 和 3。以模型 4 为例，Dig 拐点

值为 1. 793，处于取值区间 0~5. 011，左端点和右端

点的斜率分别为 0. 013 和−0. 024，不等于零且先正

后负，显著性及置信区间都能通过检验。综上，表 2
和 3 的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

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即在拐点之前，数字化水平的

提升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数字化水平的

持续增高超过拐点后，企业面临着转型范围增加、

数字技术融合应用难度增大、数字人才团队要求提

高等多方压力，最终对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整

体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非线性关系，假说

H1 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析表 2 模型 4 的倒 U 型曲线拐点两侧

样本的分布特征，在拐点左侧有 1 597 个样本观测

值，表明有 74. 8% 的农林业上市公司处于数字化转

型初期，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效率能够起

到积极的辅助和助推作用。有 538 个样本分布在倒

U 型曲线拐点右侧，表明有 25. 2% 的农林业上市公

司的创新产出面临着数字化水平过高带来的消极

影响，这部分公司如果继续进行数字化转型将会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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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公司内部的创新活力和意愿。拐点两侧样本分

布特征表明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农林业上市公司仍

处于数字化转型初期，整体数字化水平偏低，少数

企业处于因为数字化的深入而抑制企业创新效率

的困境之中。

3. 2　稳健性检验

3. 2. 1　更换数字化水平衡量方式

借鉴庞瑞芝等［41］的研究，采用数字化相关硬件

和软件的投资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Dig_）作为数

字化水平的替换测量指标，加入平方项（Dig_2）后的

回归结果如表 4 模型 1 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

化水平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分别在 10% 和 5% 水平

上显著为正和为负，且通过了 U-test 倒 U 型关系检

验，与前述回归结果相同。

3. 2. 2　更换创新效率衡量方式

借鉴权小锋等［36］的研究，采用全部专利的申请

数量衡量企业创新的产出规模。由于 3 种专利对企

业创新程度的贡献存在差异，本研究将发明、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按 1∶1/2∶1/3 的比例重新衡量

专利产出规模，并与研发投入的对数值之比作为创

新效率的替换测量指标。回归结果如表 4 模型 2 所

示，数字化水平及其平方项的系数都在 1% 显著水

平下分别为正和为负，且通过了 U-test 倒 U 型关系

检验，进一步证明了假说 H1。
3. 3　内生性分析

由于可能存在潜在的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

题 ，本研究选择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缓解内生性问题。

在工具变量的构造上，第一，借鉴赵璨等［42］的

研究，选择企业办公地所在省份的互联网宽带端口

接入数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Internet）。一方面，互

联网宽带端口接入数可以促进地区通信网络与信

息技术的发展，进而促进企业的数字化水平［43］，满

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省份层面的互联网宽带

端口接入数并不会直接作用于单个企业的创新效

率，满足外生性条件。第二，借鉴 Tang 等［44］的研

究，选择企业办公地所在城市的人均移动电话数量

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Mobile）。一方面，地区的人

表 3　倒 U型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inverted U-shape

U-test
检验

区间

Interval

端点斜率

End slopes

端点斜率显著性

Significance of 
end slopes

拐点 Inflection point

Fieller置信区间

Fieller confidence interval

H1整体显著性

H1 overall significance

下限

上限

左端点

右端点

左端点

右端点

模型 1
Model 1

0. 000

5. 011

0. 014

−0. 027

（3. 06）***

（−2. 53）***

1. 741

［1. 066，3. 058］

（2. 53）***

模型 2
Model 2

0. 000

5. 011

0. 014

−0. 025

（3. 01）***

（−2. 40）***

1. 791

［1. 046，3. 370］

（2. 40）***

模型 3
Model 3

0. 000

5. 011

0. 014

−0. 024

（2. 97）***

（−2. 35）***

1. 805

［1. 044，3. 483］

（2. 35）***

模型 4
Model 4

0. 000

5. 011

0. 013

−0. 024

（2. 97）***

（−2. 35）***

1. 793

［1. 032，3. 467］

（2. 35）***

注：端点斜率及 H1 检验整体显著性括号内的数值为 t 值；极值点 Fieller 置信区间的置信水平为 95%。H1：倒 U 型；H0：
单调或 U 型（被解释变量：ET；解释变量：Dig 和 Dig2）

Note： The values in parentheses for endpoint slope and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H1 test are t-values and the confidence level 
of the Fieller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extreme points is 95%.  H1： Inverted U-shaped； H0： Monotonic or U-shaped 
（Explained variable： ET； Explanatory variables： Dig and D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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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移动电话数量的变化会影响到数字技术在企业

转型过程中的应用程度［45］，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

方面，该地区的人均移动电话数量也不会直接影响

到企业的创新效率，满足外生性条件。因此，这是

两个比较合适的工具变量，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

计局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35］。

表 5 报告了 2SLS 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均显著相关，第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robustness

变量

Variable

数字化水平

Dig

数字化平方项

Dig2

数字化水平

Dig_

数字化平方项

Dig_2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龄

Age

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成长性

Gro

托宾 Q 值

Tobin

股权集中度

First

创新效率  ET

模型 1
Model 1

0. 255*

（−0. 139）

−0. 905**

（−0. 397）

−0. 002

（−0. 005）

−0. 008

（−0. 007）

−0. 029*

（−0. 016）

0. 006

（−0. 010）

0. 011

（−0. 021）

−0. 001

（−0. 001）

−0. 001***

（0. 000）

模型 2
Model 2

0. 014***

（−0. 005）

−0. 004***

（−0. 002）

−0. 004

（−0. 006）

−0. 007

（−0. 008）

−0. 052**

（−0. 021）

0. 012

（−0. 011）

0. 030

（−0. 022）

−0. 001

（−0. 001）

−0. 001***

（0. 000）

变量

Variable

机构持股比例

Inst

董事会规模

Board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行业集中度

HHI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常数项

_cons

时间效应  Year

行业效应  Industry

企业效应  Firm

R2

样本量  N

U-test检验

创新效率  ET

模型 1
Model 1

0. 019*

（−0. 011）

0. 000

（−0. 002）

−0. 028

（−0. 048）

0. 015

（−0. 016）

0. 014**

（−0. 006）

−0. 001

（−0. 003）

−0. 081

（−0. 146）

控制

控制

控制

0. 130

2135

（1. 83）**

模型 2
Model 2

0. 015

（−0. 012）

−0. 001

（−0. 002）

−0. 053

（−0. 056）

0. 005

（−0. 021）

0. 016**

（−0. 008）

0. 003

（−0. 004）

−0. 091

（−0. 167）

控制

控制

控制

0. 161

2135

（2. 53）***

注：U-test检验报告的是倒 U 型关系整体显著性的 t值，下同。模型 2 的创新效率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数量按 1∶1/2∶1/3
的权重分配后再加 1 的对数值与研发投入对数值的比值。模型 1 的创新效率同表 2。

Note： The U-test test report shows the t-value of the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The same below.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Model 2 is the ratio of the logarithmic value of invention，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patent applications distributed 
in a 1∶1/2∶1/3 ratio， plus 1， to the logarithmic value of R&D investment.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Model 1 is the same as in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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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的 K-P rk LM 统计量为 19. 136，且在 1% 的

统计水平下显著，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

原假设。在弱工具变量检验中，K-P rk Wald F 统计

量大于 Stock-Yogo在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说明不

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数

量相等，因此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此外，DWH 检

验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模型的原假设，说明存

在内生性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水

平对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依然显著为倒 U 型，

并通过了 U-test检验，本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 5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数字化水平

Dig

数字化平方项

Dig2

互联网宽带端口接入数

Internet

人均移动电话数量

Mobile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龄

Age

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成长性

Gro

托宾 Q 值

Tobin

股权集中度

First

机构持股比例

Inst

董事会规模

Board

0. 000 029**

（0. 000 014）

0. 006***

（0. 002）

0. 181***

（0. 023）

−0. 037

（0. 029）

−0. 512**

（0. 260）

0. 129

（0. 103）

0. 456***

（0. 137）

0. 033**

（0. 013）

−0. 000

（0. 002）

−0. 006

（0. 113）

−0. 006

（0. 012）

0. 000 145***

（0. 000 049）

0. 011*

（0. 006）

0. 407***

（0. 072）

−0. 171*

（0. 095）

−1. 512*

（0. 848）

0. 347

（0. 325）

1. 239***

（0. 405）

0. 090**

（0. 039）

−0. 002

（0. 005）

−0. 066

（0. 376）

−0. 026

（0. 034）

0. 256***

（0. 067）

−0. 082***

（0. 022）

−0. 016**

（0. 006）

−0. 001

（0. 004）

−0. 036

（0. 040）

−0. 007

（0. 014）

0. 029

（0. 023）

−0. 001

（0. 002）

−0. 000**

（0. 000）

0. 016

（0. 014）

−0. 005***

（0. 002）

变量

Variable

第一阶段  Phase 1

数字化水平  Dig 数字化平方项  Dig2

第二阶段  Phase 2

创新效率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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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行业集中度

HHI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常数项

_cons

时间效应  Year

行业效应  Industry

企业效应  Firm

样本量  N

不可识别检验（K-P rk LM）

弱识别检验（K-P Wald rk F）

U-test检验

0. 775**

（0. 352）

0. 034

（0. 213）

0. 063

（0. 044）

0. 041***

（0. 014）

−5. 442***

（0. 608）

控制

控制

控制

2 135

2. 431**

（1. 151）

−0. 810

（0. 646）

0. 146

（0. 122）

0. 113***

（0. 041）

−12. 659***

（1. 814）

控制

控制

控制

2 135

−0. 081*

（0. 048）

−0. 039

（0. 031）

−0. 009

（0. 006）

0. 001

（0. 002）

0. 526***

（0. 187）

控制

控制

控制

2 135

19. 136***

8. 193

（3. 34）***

表 5（续）

变量

Variable

第一阶段  Phase 1

数字化水平  Dig 数字化平方项  Dig2

第二阶段  Phase 2

创新效率  ET

3. 4　影响机制分析

为检验前述机制，借鉴江艇［46］的方法，设定如

下模型（6）进行影响机制分析：

Risk it = β0 + β1 Dig it + β2 Dig2
it + σControls ijct +

∑Year + ∑Ind + ∑Firm + εit (6)
式中：Risk it 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其余变量与模型

（5）相同。表 6 模型 1 和 2 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

水平及其平方项都分别显著为正和为负，且均通

过了 U-test 检验。从已有研究［47］来看，随着企业

风险承担的意愿和程度的提升，为了确保风险收

益，企业会开发或重组创新资源以追逐潜在的机

会，但超过某一门槛时，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需与

创新能力相适应和匹配，此时过度承担风险不利

于企业把握创新识别和利用的机会，降低了企业

的创新性。综上，数字化水平对风险承担水平的

倒 U 型影响会使创新效率发生相应变化，进而促

成了数字化水平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验证了假说 H2。

表 6　影响机制及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regulatory effect

数字化水平

Dig
数字化平方项

0. 007**
（−0. 003）

−0. 002**

0. 014***
（−0. 005）

−0. 004**

0. 016***
（−0. 005）

−0. 005***

变量

Variable
模型 1：风险承担水平  1

Model 1： Risk 1
模型 2：风险承担水平  2

Model 2： Risk 2
模型 3：创新效率

Model 3：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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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2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龄

Age
资产收益率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成长性

Gro
托宾 Q 值

Tobin
股权集中度

First
机构持股比例

Inst
董事会规模

Board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行业集中度

HHI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外商直接投资

Fdi
高管学术经历

Aca
数字化水平×高管学术经历

Dig×Aca
数字化平方项×高管学术经历

Dig2×Aca
常数项

_cons
时间效应  Year
行业效应 Industry
企业效应  Firm
R2

样本量  N
U-test 检验

（−0. 001）
0. 002

（−0. 003）
−0. 003

（−0. 003）
−0. 005

（−0. 013）
−0. 002

（−0. 006）
0. 006

（−0. 010）
0. 001

（−0. 001）
0. 000

（0. 000）
−0. 007

（−0. 006）
0. 000

（−0. 001）
−0. 023

（−0. 022）
−0. 015

（−0. 010）
0. 000

（−0. 005）
−0. 001

（−0. 002）

0. 017
（−0. 074）

控制

控制

控制

0. 327
2 135

（2. 07）**

（−0. 002）
0. 009*

（−0. 005）
−0. 015**

（−0. 006）
−0. 028

（−0. 025）
−0. 001

（−0. 012）
−0. 012

（−0. 019）
0. 003*

（−0. 001）
0. 000

（0. 000）
0. 007

（−0. 012）
−0. 002

（−0. 002）
−0. 075*

（−0. 042）
−0. 032

（−0. 020）
0. 012

（−0. 009）
−0. 003

（−0. 003）

−0. 175
（−0. 140）

控制

控制

控制

0. 319
2 135

（1. 82）**

（−0. 001）
−0. 005***

（−0. 002）
0. 004*

（−0. 002）
−0. 041*

（−0. 022）
0. 000

（−0. 009）
0. 047***

（−0. 012）
0. 000

（−0. 001）
−0. 000***
（0. 000）

0. 021**
（−0. 009）

−0. 005***
（−0. 001）

−0. 079***
（−0. 028）

0. 037**
（−0. 019）

−0. 006*
（−0. 004）

0. 002
（−0. 001）

0. 033**
（−0. 013）

−0. 077***
（−0. 029）

0. 015*
（−0. 009）

0. 239***
（−0. 052）

控制

控制

控制

0. 170
2 135

表 6（续）

变量

Variable
模型 1：风险承担水平  1

Model 1： Risk 1
模型 2：风险承担水平  2

Model 2： Risk 2
模型 3：创新效率

Model 3：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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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高管学术经历的调节效应

检验高管学术经历对农林企业数字化水平与

创新效率倒 U 型关系的调节作用，如式（7）。
ET it = α0 + α1 Dig it + α2 Dig2

it + α3 Aca it +
α4 Dig it × Aca it + α5 Dig2

it × Aca it +
γControls ijct + ∑Year + ∑Ind +

∑Firm + εit (7)
参考 Hanns 等［48］关于 U 型（或倒 U 型）的检验

方法，检验高管学术经历在数字化水平与农林企业

创新效率中的调节作用，包括 2 个部分：一是倒 U 型

曲线拐点是向左移动还是向右移动，二是倒 U 型曲

线的形状是变得平缓还是陡峭。

将非线性关系调节模型设定为如下：

Y = γ0 + γ1 X + γ2 X 2 + γ3 XZ + γ4 X 2 Z + γ5 Z  (8)
式中：Z 为调节变量。在检验第 1 部分时，令 Y 对 X
的一阶导数为 0，此时即为拐点，拐点为：

X ∗ =
-( )γ1 + γ3 Z

2 ( )γ2 + γ4 Z
(9)

此时拐点与调节变量 Z 有关，根据式（9）对调节

变量 Z 求导得：

∂X ∗

∂Z
= γ1 γ4 - γ2 γ3

2 ( )γ2 + γ4 Z
2 (10)

由于分母始终>0，故拐点移动方向取决于分

子的正负，当 γ1 γ4 - γ2 γ3 > 0 时，倒 U 型曲线拐点会

向右移动，否则会向左移动。

在检验第 2 部分时，需看 γ4 的正负及其显著性，

若 γ4 > 0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倒 U 型曲线会变得

更平缓，若 γ4 < 0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倒 U 型曲线

会变得更陡峭。表 6 模型 3 为高管学术经历对农林

企业数字化水平与创新效率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计算可得 γ1 γ4 - γ2 γ3 =− 0. 000 2<0，表明农林企

业数字化水平与创新效率间的倒 U 型曲线拐点向

左移动。此外，数字化水平平方项与高管学术经历

交互项的系数 γ4=0. 015>0，且在 10% 水平下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倒 U 型曲线会变得更加平缓，即

高管学术经历的增加会弱化数字化水平与创新杯

效率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假说 H3 得到验证。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 2009—2020 年中国 A 股农林业上

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与农林企业创

新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其中的影响机制。研

究发现：

首先，在数字化转型前期，数字化转型缓解了

农林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并通过打破信息传递壁

垒、促进知识传播效率等方式拓宽了农林企业创新

的广度，从而促进了农林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但

当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达到某一阈值后，受到转型范

围、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人力资本 3 个方面的压力，

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整体呈现倒 U 型的形状。

这一结果在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利用工具变量法解

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其次，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农

林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路径。数字化转型通过倒 U
型曲线效应影响农林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促成

了数字化转型与农林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倒 U 型

关系。

最后，企业高管学术经历负向调节农林企业数

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使原来的

倒 U 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且变得更加平缓。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得出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对于农林企业来说，首先应当充分认识

到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感，加强数字化转型意识，明

确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标、路径和资源需求。其

次，应当充分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双刃剑”作用。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除了看到数字化

转型为企业带来的收益，更要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程

度与企业能力不匹配而存在的潜在风险。在转型

后期，企业不仅要平衡好产品前后端、高中层和不

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还应完善风险识别、风险

分析、风险预测等风险管理技术手段，打造涵盖战

略风险、财务风险、安全风险等领域的风险量化指

标体系，健全数字化监测预警管控系统。

第二，对于农林企业的高管团队来说，首先应

积极提升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包括对数字化技术的

理解、数字化业务的运营经验以及数字化管理的思

维方式等，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更好地引领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其次要培养数字化人才，吸引具有

数字化技能和经验的人才加入企业，并为企业内部

员工提供数字化培训和发展机会，以构建具备数字

化能力的团队。此外，还可以制定数字化考核指

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果进行评估和监测，以

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改进措施。最后应持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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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市场动态和行业趋势，了解同领域竞争对手的数

字化进展和客户需求的变化，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

整数字化战略，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第三，农林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性工程，除了企业自身的能动作用之外，还依赖政

府的引导作用。具体来说，首先，各地政府要加快

农业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标准体系建设，夯实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底座，以新基建助力加速农

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其次，政府在制定数字化转型

政策时需“因企制宜”，加强不同类型农林企业之间

的针对性，避免“一刀切”。在激励农林企业创新方

面，进一步深化政策激励措施，不断拓宽对农林企

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融资支持方式和

渠道，加强政府减税、补贴等具体政策的系统化和

规范化。最后，引导地方完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

和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数字化

转型“小灯塔”企业，带动其他农林企业数字化转型

步伐，从而促进农业产业数字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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